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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香港已經踏入「由治及興」的新階段，在眾多待議、待處理事項當中，房屋問

題始終是香港最大的民生問題。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七一講話」中明確指出，當

前「香港最大的民心就是盼望生活變得更好」，而在眾多盼望中位列首位的，正是「房

子住得更寬敞一些」。 
 
2021 年，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回顧與展望」

專題研討會發表講話並提出「四點期盼」，第一個期盼是當國家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

實現的時候，香港的住房問題「必將得到極大改善」，可以告別劏房和「籠屋」。事實

上，房屋問題不單是香港民生問題，也是中央領導人極為關心的重大問題；往更深一

層說，是涉及「一國兩制」能否行穩致遠的重大問題。 
 
年輕人置業難 釀代際鴻溝 
 
世代之間置業能力的差異，同時亦是促成香港社會代際鴻溝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現

在的中老年一代人，不少是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的時候，通過自身努力

成功置業，並因樓價上升而享受到財富增值。花旗銀行的調查顯示，本地淨資產值超

過 1000 萬元的富裕人士當中，有七至八成資產以物業形式持有。 
 
然而，對這個世代的香港年輕人來說，一方面樓價實在太貴，脫離大部分人可以負擔

的水平，另一方面是大家認為，就算成功置業，也未必可以如同上一代般通過「樓換

樓」享受財富增值的過程。根據官方數據，在 1997 年，超過兩成的自置居所戶主為

35 歲以下年輕人，但到 2019 年，相關比例大幅回落至只有 7.6%。 
 
上一輩人與香港的經濟發展（帶動樓價）一同「成長」，當時「肯捱」的人，真的通

過「一雙手」就積累了足夠財富，而今時今日的年輕人顯然並不在同一個機遇窗口期。

當年「捱過來」的人，多少會認為「置業難」是由於當下年輕人抱怨多，甚至缺乏上

進心和刻苦耐勞等良好品質所造成，導致兩個世代的人對包括置業能力在內等社會

問題在看法上有不少分歧。 
 
實際上，「置業難」的背後與本港經濟發展階段、土地管理制度，以及政府的土地房

屋政策有很大關係。要切實回應市民的訴求和中央的期盼，需要對本港住屋的供求情

況有全局性認識，找到適切房屋單位遠遠落後於市民需要的背後根源。 
 



居屋供應斷層 私樓價脫節 
 
一說到解決房屋問題，最多人談及的就是興建公屋（政府資助租住房屋），認為加快

和增加公屋供應，可以縮短輪候時間，紓緩目前的劏房問題，是解決房屋問題的重中

之重。 
 
但房屋問題不僅僅存在於公屋層面，包括居者有其屋計劃、港人首次置業計劃、九十

年代曾推出夾心階層住屋計劃等在內的政府資助出售房屋計劃，以及私人樓宇市場，

都屬於本港房屋問題的一部分，並有其需要解決的問題。 
 
過去一段時間，居屋曾經是中產家庭「上樓」的必經階段。港府於 2002 年宣布即時

停建和停止銷售居屋，而翻查資料，2001 年政府通過居屋計劃及私人參建計劃共售

出約 12600 個單位，當年政府資助出售房屋的平均超額認購率是 3 倍。換言之，當

時符合資產和收入水平的家庭，基本上幾年內就可以抽中政府資助房屋，「上樓」有

望。 
 
可是，經過超過 10 年的停售停建後，居屋供應嚴重落後於社會需求，2017 年至 2020
年 4 年間，政府每年推售 2000 至 7000 個居屋單位不等，超額認購倍率在 32 到 62
倍之間。換句話說，大部分資產和收入程度符合居屋標準的家庭，不能期望自己在數

年內可以「有其屋」；對這些家庭來說，「我可以成功購置政府資助房屋」並不是一個

合理的期望。 
 
私人樓宇價格亦在 2010 年代起高速上漲，大批適婚適育的青年倍感壓力，連首期都

可能要儲超過 10 年時間，抑制年輕一代組建家庭和生兒育女的想法。居住條件甚為

不理想的納米樓、「龍床盤」亦因而衍生，造成不少年輕人被迫「住得細、又住得貴」。

一些不到 300 呎的單位，在市區較好地段賣 800 萬元，在新界賣 500 萬元，是完全

不合理的，也反映當前私樓樓價嚴重脫離一般年輕市民的購買能力。 
 
鼓勵出售公屋 效星組屋化 
 
因此，處理房屋問題需要對置業階梯各個層級的情況有充分認識，尤其是長遠解決讓

大部分市民都能夠成功置業的問題。本屆政府推出簡約公屋以回應市民和社會對於

住屋問題的訴求，而更長遠來說，香港的房屋政策需要一個能夠回應包括基層、夾心

階層、青年夫婦、中產市民在內的住屋需求。 
 
在房屋政策的整體設計上，有兩個較為值得考慮的重要建議。第一是由王于漸教授等

人提出，鼓勵公屋由租住房屋變為出售房屋，刺激公屋的購置及轉售，盤活有關土地

和資產的潛在價值，讓基層市民通過公屋的流轉實現財富增值。 
 



王教授的建議能夠盤活公屋的價值和增加基層的財富，對社會帶來的益處是明顯的。

然而政府有其顧慮，考慮到當前社會上仍然存在大批符合資格申請居屋或其他資助

出售房屋的市民未能成功置業，如果公屋居民在已經享受居住權的基礎上，又有「特

別通道」可以優先置業，可能構成一種「雙重福利」。政府擔心這一做法會對未能享

受到房屋福利的市民造成不公，故此在早期的試驗計劃之後，一直未有推進這個政

策。 
 
第二則是由何濼生教授等人提出，建議香港參考新加坡模式，將公屋和居屋共同納入

一個「組屋化」的體系，實現八、九成市民居住在政府資助房屋的理想。 
 
論者亦建議將房屋單位的售價，同家庭收入若干倍數而非同類私樓單位的市值掛鈎，

確保售價落在市民真正可負擔的水平。 
 
長遠而言，香港需要大幅度提升市民的置業率，並將樓價控制在市民可負擔的範圍

內，因此不論是「盤活公屋」抑或是「公屋及居屋組屋化」的建議，方向上都是可取

的。然而，要徹底實現這一項改革，港府需要覓得足夠的土地以作建屋用途，並確保

單位供應的數量充足，才能建構成一個一體化、採用市場化流轉機制的資助房屋體

系。 
 
1965 年，新加坡被馬來西亞聯邦「踢走」之時，人均居住面積不到 60 呎，各類社會

經濟條件欠佳，人心不穩。首任總理李光耀經過反覆觀察與思考，信納孟子「有恒產

者有恒心」的說法，下定決心要讓每個家庭都擁有自己的住房。而新加坡政府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在獨立建國翌年馬上通過《土地徵用法案》（Land Acquisition Act），授

權政府出於公共目的（public purpose）徵用土地，以提供民居、發展工商業、興建基

建和公共設施等。 
 
後來的修訂亦將徵地補償訂立為立法當天的固定市值，以致收地補償與業主買入價

或市價毫無關係。換句話說，土地業權人不會因為土地的升值而獲利，只要政府決定

「徵用」，賬面賺蝕都要讓予政府，並獲得固定金額的賠償。 
 
新加坡政府在 25 年間，將官地比例由 44%增加至 76%，並通過這些「新官地」而成

就舉世聞名、各國欣羨的組屋政策。 
 
如果新加坡沒有這批及時的土地供應，僅僅通過完善資助房屋的種類設計、設計較公

平的抽籤和分配機制，即使同樣建立中央公積金制度以強迫國民進行儲蓄，也不足以

讓絕大部分新加坡國民在政府資助房屋制度下「安居」。 
 
 
 



改變發展思維 釋放新界地 
 
港府近一兩年已經着力精簡土地發展程序，但除此以外，更重要是港府未來土地供應

的策略性增長來源是否充沛。目前港九市區土地已近乎全數開發，而佔香港陸地面積

近九成的新界，尤其是北部都會區，自然是最重要的土地供應來源。 
 
以更好地釋放新界土地的經濟發展潛力及社會效益，做到「地盡其用」，港府需要考

慮把新界和市區土地管理制度在中長期內逐漸實現一體化。 
 
當初英國人強行「租借」新界時，不少新界村落的原居民群起反抗，引發所謂的「六

日戰爭」，對英國人的管治造成頗大障礙。為了有效管治新界居民，英國人在新界採

取一種「間接管理」的方式，盡量保留和協助維護新界原有的鄉村宗族及土地管理制

度，以換取新界居民對殖民地政權的順從。 
 
雖然政府七十年代起開始建設新市鎮，回歸後亦繼續在新界開展大大小小的發展項

目，但港府從來沒有對新界的鄉村面貌、習俗和制度主動進行任何「大改造」，導致

土地管理制度「一港兩制」的局面──「市區一制、新界一制」。 
 
一直以來，政府開發新市鎮採取一種「勾地」模式，即在大片新界鄉郊土地中勾選一

塊塊土地，並改用市區的土地管理辦法，這些勾選出來的類市區地塊，就成為了我們

的「新市鎮」。 
 
因此，新界的新市鎮屬於一種「孤島式」的存在，主要通過鐵路將新市鎮和市區連接

起來，而餘下大片新界土地仍然保留原來鄉村化的土地管理模式。不少新界居民反

映，鄉村化區域的基建配套並不理想，包括鐵路和幹道布局、公共交通網絡、污水處

理等方面有不少不合理的地方，導致不少土地片區缺乏發展潛力。 
 
根據政府數據，港九市區和現有 9 個新市鎮的土地面積為 280 平方公里，佔本港陸

地面積的 25.7%；加上所有規劃和建設中的新發展區，包括新界東北、洪水橋、新田

科技城、龍鼓灘、明日大嶼等，面積為 327 平方公里，佔比 30.1%。如果扣除 443 平

方公里的郊野公園，現有市區土地和未來的市區土地也僅佔本港可開發土地面積的

43%和 51%。 
 
過往，港府發展新界一直採用「opt-in」（選擇加入）的思維，即將新界預設為鄉郊土

地而毋須發展，並在其中選擇較合適的片區採用市區式規劃和土地管理。如果要取得

足夠的土地以徹底解決住屋問題，港府可以將發展新界的思維模式倒過來變成「opt-
out」（選擇退出）的思維，即把新界所有土地預設為需要進行規劃發展，並在其中劃

出生態環境價值較高的土地列明不作發展，並對這些土地進行積極主動的保育和維

護。 



如此一來，將可以推動政府對於新界龐大土地資源進行更為合理的規劃使用，為本港

提供更多居住和產業用地，釋放大片可發展土地的潛在社會經濟價值，造福市民的

「安居」和「樂業」，並通過進一步對於政府資助房屋的制度設計，真正實現「居者

有其屋」、「有恒產者有恒心」的政治理想。 
 


